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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主要報刊無論其思想傾向如何，都有包括6政治批評在內的

社會批評與文化批評。它的批評性輿論獨立而尖銳，對社會起6一種民

間性的道德監督作用。但任何對政府過於坦率而尖銳的批評，都會影響

到「資本家」的「生意」。務必請「自律」、「自重」，這首先是資本家們對

編者、記者的哀求！可以預料，1997年之後香港的精神本體將因此而逐

步削弱。

1995年秋冬之間我到香港後曾多次對報刊發表談話，預言1997年香港回歸

之後將在三個方面面臨考驗：（1）是否能夠保持廉政？（2）是否能夠保持高度繁

榮？（3）是否能夠保持民間道德監督系統——自由新聞系統（包括其他自由言論

系統）。香港被視為「奇j」並被世界所欽佩，正是它在上述三個方面均可引為驕

傲。許多國家與地區，一繁榮就腐敗，一控制就無聲，一自由就失序，往往只

能具備三項中的一項或兩項。而香港恰恰三項兼得，既有錢，又有序，又有

聲，這是很了不起的。

我曾和一些朋友討論「香港的意義」。討論時我就發表了這樣的意見：香港

的意義（對於中國和世界）是多重的，而多重中有一種特殊的意義就在於它提供

了一個廉政、高度繁榮、言論自由三者和諧統一的成功範例。這一範例說明在

一個社會實體中同時實現經濟發展、社會健康、表達自由的可能性，即腐敗與

思想禁錮並非繁榮社會的宿命。

香港為甚麼能夠匯集三種品格於一身？為甚麼能夠在一塊彈丸之地上創造

出如此奇特的文明？這有其歷史原因（歷史機遇）、地理原因（亞洲心臟）、文化

原因（中西文化匯流）和制度上的原因（英國管理制度）等等，而其中最關鍵的則

是它有一個不受政府、黨派、意識形態所左右的獨立司法系統和一個同樣獨立

於政府黨派和意識形態之外的文化批評與社會批評系統（包括政治批評）。也就

香港社會文化批評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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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說，香港的驕傲有兩個最重要的支撐點，一是它的法治本體；一是它的精神

本體。

本體，即事物的根本。香港文化的根本，乃是它的自由而有效的政治

批評、社會批評與文化批評，這種批評的載體包括學校、社會團體講台、文學

藝術等，而主要的載體乃是報紙、雜誌、電台、電視台所組合的自由新聞

系統。近幾年來，常看到一些討論香港文化的文章，可惜多數文章都在討論

香港文化的高低、深淺，是否屬於沙漠狀態、邊緣狀態等，言及的常常是一些並

非十分重要的文學藝術作品，而對香港精神本體——社會批評與文化批評的特殊

價值、特殊功能和未來的命運，卻缺少關注以至把它排除在討論的中心位置之外。

我到海外之後，常常留心觀察香港文化，這才發現香港的主要報刊（除少數

官辦或半官辦報刊外），無論其思想傾向如何，都有包括t政治批評在內的社會

批評與文化批評。儘管其中有一些批評是瑣碎的，但多數是對政治、社會和文

化的熱情關懷，態度嚴肅而坦率。這種批評的寶貴，從大陸走出來的知識份子

看得最清楚。可以說，大陸報刊最致命的弱點便是缺少真正的政治批評、社會

批評與文化批評。由於大陸報刊的性質乃是黨政系統的宣傳工具和輿論工具，

因此，它的總功能便是傳達和闡釋黨及政府的決策、政策和意圖，而不是對這

些決策政策意圖進行質疑和批評。在這一總功能之下，大陸報刊也有社會反映

與文化反映，但這些反映的基調又是謳歌性的，也幾乎沒有質疑與批評，如果

有一點，也是局限在官方宣傳機構允許的範圍內，它不可能對政府的決策及其

政治運作起真正的監督和制衡作用，也不可能對政府的腐敗和社會的惡質化起

真正的遏制作用。因此，大陸報刊的精神本體乃是長官意志和法定政治意識形

態，而不是起t民間道德監督作用的社會批評與文化批評。

與大陸報刊的性質、功能不同，香港報刊所負載的社會批評與文化批評卻

是真的。它的批評性輿論獨立而尖銳，它的鋒芒直逼香港政府和與香港相關的

大陸、台灣政治體系。在批評中，影響它的行為的不是政府的指令，而是文化

主體（記者、編者、作者）不可扭曲的絕對道德律令，這種律令使他們只能面對

事實與自己的良心。因此，它便形成一種具有獨立力量的精神本體。

香港文化因為具有這種精神本體，所以體現這種本體的報刊如《信報》、

《明報》等便在香港的公眾中擁有很高的威信並深刻地影響t社會生活。它們既

是公眾的眼睛、耳朵與喉舌，又是政府的鏡子、警鐘和負責任的反對派，因

此，它們便對社會起t一種民間性的道德監督作用。這種監督，乃是使社會生

態獲得平衡的一種巨大調節力量。近年來，海外中國知識份子熱烈討論的「公眾

空間」，在香港就很具體地表現在這些報刊上。我在〈香港漫筆〉的短文中，列舉

了幾種最能體現香港文化精神的項目，其中名列首位的便是查良鏞、林行止的

政治批評與社會批評，除了這兩位之外，活躍於香港的著名報刊主編和作者，

如側重政治批評的羅孚、陸鏗等，側重社會批評與文化批評的戴天、胡菊人、

董橋等，也構成香港文化本體很有代表性的部分。此外，一些在西方的著名教

授，如余英時、劉紹銘、李歐梵、鄭樹森等，也積極參與香港的社會批評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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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批評，他們的思想與文字也化入香港的文化精神本體之中，這可能是他們始

所未曾料及的。

1997年香港回歸之後，香港的精神本體是否還能繼續存活下去並對香港的

面貌繼續產生影響？這是香港內外的中國知識份子最為關注的問題。

有些朋友認為，1997年之後，香港的自由新聞系統即將瓦解，社會批評與

文化批評即將消亡。我則認為「未必」。中國的領導者雖然很難接受香港的社會

批評與文化批評（如果能接受，他們就會允許香港報刊進入大陸），但是他們也

知道，要保持香港的廉政與高繁榮，沒有民間道德監督系統的調節是不可能

的。因此，允許香港新聞系統保持一定的自由度，乃是保持香港現狀所必須

的。何況，自由新聞系統的不變，乃是香港「五十年不變」的一面鏡子，他們還

不至於很快就拋棄自己的諾言。正因為這樣，在本世紀末和下個世紀初的一段

歷史時間中，香港的精神本體還不至於完全消亡。也因此，在這一段歷史時間

中，中國政府還是不能允許香港的主要報刊自由地進入大陸。如果允許進入大

陸，那只有兩種情況，一是香港的社會批評與文化批評變質，被大陸意識形態

所同化；二是大陸政策發生根本性變化，開放言論，歡迎包括政治批評在內的

社會批評與文化批評。

存在並不等於發展。可以預料，1997年之後香港的精神本體將逐步削弱。

這種削弱，不一定是因為中央政府可能發出種種限制的禁令，而是因為它畢

竟生活在新的政權條件下和新的意識形態的「陰影」下。在新的條件與「陰影」

下，且不說政治影響，僅僅心理影響就會使許多報刊的筆調發生微妙的轉換。

原有的鋒芒與豪氣，特別是敢於批評中國政府的鋒芒與豪氣，將會逐步軟化。

即使中央政府對香港的新聞系統和它負載的社會批評與文化批評不作任何

干預，香港精神本體逐步走向式微也是不可避免的。這是因為香港的自由新聞

系統固然表現出相當正直的文化力量，但它的基礎畢竟是脆弱的。它們都不能

不立足在「經濟價值規律」的基石上，也就是說，他們一方面要依據道義原則辦

報，另一方面又要依據利益原則（市場原則）辦報。報刊的中、下層編輯記者

可以不顧丟失飯碗而忠實於自己的良心，而報刊的上層特別是「養活」報紙的

「資本家」則不能不考慮到資本的盈虧和報業的「破產」問題，而經濟利益的考

慮又不能不影響到政治傾向的選擇。1997年之後，任何一個準備在香港長期

立足的「資本家」，都不能不考慮他背後的一個龐大的市場和掌握這一市場的強

大的政府。在他名下的報刊上，任何對這一政府過於坦率而尖銳的批評，都會影

響到他的「生意」，這種心態就不能不影響到報刊批評的聲音。務必請「自律」、

「自重」，這首先是資本家們對編者、記者的哀求：別太過火，以免破產！可

是，這種「自律」之聲卻發出一個重要信號：讓香港引為驕傲的精神本體的黃金

時代已經結束，1997年之後，它將進入雖還存在但將逐步式微的白銀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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